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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研究基于“信念叙事”理论,探讨健康信息不确定性如

何调节论证方式(即数字论证与叙事论证)对在线健康讨论说服效果

的影响。研究采用跨平台(微博与小红书)与跨话题比较设计。结果

表明,叙事论证和数字论证均能够提升健康说服效果,且二者之间存

在协同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信息不确定性调节了论证方式对说服

效果的影响,即信息不确定性强化了叙事论证的说服效果,却削弱了

数字论证的说服效果。本研究旨在深化对在线健康信息传播机制的

理解,阐释在不同信息环境中说服策略的效果差别,为公共卫生机构

和健康信息传播者在不确定性环境中设计更有效的沟通策略提供理

论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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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数字论证与叙事论证是健康倡导运动中的两种核心说服策略(Zebregs
 

et
 

al.,2015)。既往研究多次尝试比较上述两种策略的说服效果,却尚未达成共识

(Allen
 

&
 

Preiss,1997;Han
 

&
 

Fink,2012;Zebregs
 

et
 

al.,2015)。研究显示,对
于不同类型的说服效果(如信念、态度和意图)以及不同健康主题(如癌症、疫苗

接种、吸烟等),叙事论证与数字论证的表现存在显著差异(Nan
 

et
 

al.,2015;
 

Shen
 

et
 

al.,2015;
 

Xu,2023)。此外,也有部分研究未能证实两者在有效性上存

在显著区别(Limon
 

&
 

Kazoleas,2004;
 

Winterbottom
 

et
 

al.,2008)。这一争议

表明,数字论证与叙事论证的有效性可能受到潜在调节变量的影响。
先前的研究指出,信息框架(Ma

 

&
 

Nan,2019;
 

Vafeiadis
 

&
 

Shen,2022)、
信息特征(Han

 

&
 

Fink,2012)、呈现方式(Shen
 

et
 

al.,2015;de
 

Graaf
 

et
 

al.,

2016)以及主题类型(Xu,2023)等因素均可能调节论证策略的说服效果。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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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量尚未能完全解释研究结果之间的不一致性(Braddock
 

&
 

Dillard,

2016;de
 

Graaf
 

et
 

al.,2016)。这表明,在已知的调节变量之外,可能还存在尚未

被系统探讨的关键影响因素。

在健康传播领域,健康不确定性是急性和慢性疾病的固有特征之一,即疾

病往往伴随着未知或难以预料的病程发展、治疗效果及预后结果,导致患者在

不同疾病情境下的信息需求不断变化(Attfield
 

et
 

al.,2006)。在社交媒体环境

中,健康信息的不确定性被进一步放大(Liu
 

et
 

al.,2020),体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就信息来源而言,受众与专业医师皆可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信息,由此

可能产生相互冲突的内容,使同一医疗健康议题呈现出多重解读,甚至出现彼

此矛盾的观点(Carpenter
 

et
 

al.,2010;宋士杰等,2021)。在信息内容上,在线

医疗信息质量参差不齐(Benigeri
 

&
 

Pluye,2003),健康信息常被发现存在误导

性,甚至存在在线健康讨论的情感极化等问题(Liu
 

&
 

Zhang,2025)。就信息传

播时序特征而言,社交媒体健康信息传播过程,与传统宣教科普信息的线性叙

事方式不同,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Chen
 

et
 

al.,2018),使得用户对在线健康信

息存在理解偏差(Mønsted
 

&
 

Lehmann,2022)。
有鉴 于 此,本 研 究 基 于 信 念 叙 事 理 论(Conviction

 

Narrative
 

Theory,

CNT),探讨健康信息不确定性如何调节不同论证策略对在线健康讨论的说服

效果。该理论指出,在根本不确定性情境中,人们难以依赖概率或数据进行决

策,转而依靠叙事来理解信息、形成信念并驱动行为(Johnson
 

et
 

al.,2023)。这

为解释数字论证与叙事论证在不同不确定性水平中的效果差异提供了理论视

角。基于此,本研究通过计算方法,量化热门健康话题的不确定性水平,分析不

同说服策略对参与者健康说服态度的影响。本研究旨在深化对在线健康信息

传播机制的理解,为公共卫生机构和健康信息传播者在在线信息环境中设计更

有效的沟通策略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数字论证与叙事论证

  Epstein(2003)提出,人类通常基于两种认知方式处理信息:一是体验系统

(experiential
 

system),其处理方式偏向直觉化、情感化,擅长理解生动、具象、包
含人物与情境细节的叙事性信息;二是理性系统(rational

 

system),其处理方式

偏向逻辑化、抽象化,更适用于理解结构清晰、以数字和概率构成的信息。两种

系统分别对应着两类典型的论证方式:叙事论证(narrative
 

evidence)与数字论

证(numerical
 

evidence)。在健康语境中,两种说服策略已被广泛应用于公共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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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传播实践中,包括医疗决策辅助(Winterbottom
 

et
 

al.,2008)、疫苗接种(Betsch
 

et
 

al.,2011)、健康筛查
 

(Perrier
 

et
 

al.,2017)
 

等多种场景(Zebregs
 

et
 

al.,2015)。
数字论证指借助数字数据来推进论点或对现象进行经验性量化的表述

(Church
 

&
 

Wilbanks,1986;Wojcieszak
 

&
 

Kim,2016)。这类说服策略通过提

供明确的概率评估与效用预期,增强信息的可信度,进而提升说服效果。依据

经典决策理论,个体在决策过程中通常依赖概率和风险比率进行预期效用计

算,并据此选择最优行为(Johnson
 

et
 

al.,2023)。数字信息凭借客观性、可靠性

的特点(Baesler
 

&
 

Burgoon,1994;
 

Hong
 

&
 

Park,2012;Wojcieszak
 

&
 

Kim,

2016),能够为这类效用计算提供稳定、明确的量化依据,进而减少主观偏差,增
强决策可信度。例如,在风险决策中,概率估计能够有效地传达风险和激励行

动,从而增加信任(Joslyn
 

&
 

Demnitz,2019)。
尽管数字论证在健康说服中常被认为有效(de

 

Wit
 

et
 

al.,2008),但对普通

受众而言,数字论证通常较为抽象、枯燥且难以理解(Baesler
 

&
 

Burgoon,1994;
 

Wojcieszak
 

&
 

Kim,2016)。相比之下,叙事论证采用故事化的表达方式,更具

生活贴近性与情感感染力,因而更容易引发受众的共鸣与认同,从而增强说服

效果(de
 

Graaf
 

et
 

al.,2016;
 

Ji
 

et
 

al.,2025;)。
叙事论证的说服机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根据Johnson等人(Johnson

 

et
 

al.,2023)的观点,叙事作为一种结构化的心理表征,能够整合因果(Causal)、
时间(Temporal)、类比(Analogical)和效价(Valence)信息,从而以更连贯的方

式解释信息并支撑判断与选择。具体而言,叙事能够传达复杂的因果信息,并
被认 为 比 其 他 形 式 的 信 息 (例 如,顺 序 论 证)更 具 说 服 力 (Niederdeppe

 

et
 

al.,2014)。已有实验证明,含有因果链条的叙事能够减少反驳与抗拒,从而

增强并延续说服效果(Dahlstrom,2012)。第二,包含时间顺序的叙事能够帮助

个体对复杂过程进行分段组织,从而增强记忆和理解(Zacks
 

&
 

Tversky,

2001)。第三,叙事能够借助类比降低复杂健康信息的理解难度。已有研究证

明,类比能够帮助低健康素养群体更好地理解复杂的健康风险信息(Galesic
 

&
 

Garcia-Retamero,2013)。第四,叙事会对结果赋予“好/坏”的效价评估,从而影

响受众的情绪反应与行动取向。已有研究通过实验发现(Hamby
 

&
 

Brinberg,

2016),在警示性故事中,正向结局(Happy
 

Ending)比负向结局(Sad
 

Ending)更
能促使受众对健康信息的反思,从而增强认同感。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首先探讨数字论证与叙事论证在社交媒体中的健康

说服效果。借鉴
 

Graaf
 

等(de
 

Graaf
 

et
 

al.,2016)的定义,健康传播中的说服效

果,体现为信息是否能够引发受众在信念、态度、行为意图或行为上发生与信息

内容一致的改变。在理论层面,态度在说服过程中具有中枢地位。信念构成态

度的基础性决定因素(Ajzen
 

&
 

Fishbein,2008),而态度作为一种评价性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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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good
 

et
 

al.,1957),则是预测行为的关键因素(Zebregs
 

et
 

al.,2015)。因

此,态度的变化能够有效反映说服效果。在方法层面,态度在社交媒体环境中

具备显著的可观测优势。O􀆳Reilly等人(O􀆳Reilly
 

et
 

al.,2024)指出,社交媒体

互动以“态度辩论”为特征,用户的公开表达,如点赞、评论、转发,外显其支持或

反对的立场。相比之下,信念作为内隐认知难以直接捕捉,而实际健康行为或

行为意图在社交媒体环境中相对匮乏。有鉴于此,本文将态度作为衡量健康说

服效果的关键因素。叙事与数字论证可能通过上述不同心理路径影响健康说

服效果,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
 

与非叙事论证相比,叙事论证能够提高说服效果。

H2:
 

与非数字论证相比,数字论证能够提高说服效果。
此外,叙事论证和数字论证两种策略的混合使用可能在提升整体说服效果

方面发挥协同作用。Allen
 

等人(Allen
 

et
 

al.,2000)指出,既有研究往往将两种

论证形式视为相互排斥,忽视了两者并用可能带来的综合优势。后续研究在健

康传播情境中验证了这一可能性。Hopfer(2011)的纵向研究则显示,将
 

HPV
 

疫苗信息同时以故事与概率形式呈现,接种率几乎翻倍。同样,Nan
 

等人(Nan
 

et
 

al.,2015)发现,同时包含叙事和数字信息的信息更有效。基于此,本研究提

出以下假设:

H3:
 

叙事论证与数字论证存在交互效应,二者共同存在能够进一步提高说

服效果。

(二)
 

信念叙事理论:
 

健康信息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既往研究比较了叙事论证与数字论证说服效果,但结果并不一致(Allen
 

&
 

Preiss,1997;Zebregs
 

et
 

al.,2015)。一部分研究强调叙事的优势,例如
 

Kreuter
 

等(Kreuter
 

et
 

al.,2007)发现叙事在癌症防控信息中显著提升态度与意向。

Murphy
 

等(Murphy
 

et
 

al.,2013)表明叙事在知识获取与态度改善上优于非叙

事信息。一项计票研究发现,叙事性证据比数字证据更有说服力(Baesler
 

&
 

Burgoon,1994)。相反,另一部分研究强调数字论证的可信度。一项荟萃分析

发现数字论证更有说服力(Allen
 

&
 

Preiss,1997)。Hong
 

和
 

Park(Hong
 

&
 

Park,2012)发现,由于统计评论的客观性和可靠性,统计评论被认为比叙事性

评论更可信,尤其是对于负面信息。本研究认为,上述两种说服策略效果不一

致的主要原因是,在线健康讨论语境中信息的不确定性具有显著差异。
基于信息论视角,信息不确定性是信息缺陷的表现(Klir

 

&
 

Smith,2001),
即任何问题解决情境中所涉及的不确定性,都是由于该情境概念化系统存在信

息缺陷(Klir,2006)。基于该定义,健康信息中的不确定性可被理解为:在健康

传播过程中,相关信息具有不完整、不精确、碎片化、可信度低、表述模糊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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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矛盾等特征。
信念叙事理论系统解释了在信息不确定语境下的说服策略效果差异。该

理论由Johnson,Bilovich和Tuckett于2023年系统提出,旨在构建一个超越传

统理性选择模型的新决策理论框架。该理论的核心论点是,在充满根本不确定

性(radical
 

uncertainty)的现实世界而非理想化的实验室环境中,人类决策并非

依赖于概率计算与效用最大化,而是依赖于叙事(Narratives)的构建、选择与情

感投入。
经典决策理论(von

 

Neumann
 

&
 

Morgenstern,1944)将概率视为思维的

“通用货币”,认为决策者能够在已知的结果集合上赋予概率,并通过期望效用

最大化来驱动选择。这一假设在后续的贝叶斯扩展中得到延续,即通过先验与

证据的结合来计算结果的概率,从而实现理性选择(Tenenbaum
 

et
 

al.,2011)。
然而,Johnson

 

等人(Johnson
 

et
 

al.,2023)指出,这种基于风险范式的模型在现

实世界的许多决策场景中并不适用。现实中的大量抉择———从公共卫生政策

到个人职业发展———往往处于根本不确定性之中,其特征在于:(1)结果不可枚

举,决策者无法穷尽所有可能的未来状态;(2)概率不可赋值,由于缺乏稳定的

数据生成机制,概率评估在原则上不可行;(3)模型不确定,对于何种因果模型

能够恰当解释或预测情境,存在根本性的分歧。
所以当信息高度不确定时,决策相关的状态和事件将难以被清晰界定和采

样,其发生概率也无法被稳定地计算或比较(Lehner,2002)。在这种情境中,数
字论证所依赖的量化信息缺乏坚实的计算基础,因而难以支撑受众形成理性预

期与有效决策。特别是当数字论证(如疫苗长期副作用发生率或新发传染病的

致死率)处于动态更新阶段时,其原本的客观性与可验证性将会受到削弱。已

有研究证实,政府与专家对疫情预测模型(如传染率、致死率)的频繁修正,会削

弱公众对数据本身的信任,从而降低整体科学信息传播的可信度(Kreps
 

&
 

Kriner,2020)。因此,不确定性动摇了数字论证支持理性决策的前提,使其优势

难以充分发挥,从而影响受众对数字信息的理解与接受程度。
相比之下,在信息不确定性高的情境下,叙事论证的作用机制更为凸显。

根据信念叙事理论,当概率与效用不再适用时,人们会转向叙事作为思维的“通
用货币”。叙事作为结构化的心理表征,综合了因果、时间、类比和效价信息,用
于解释过去、想象未来并激发情感反应,从而满足了人们在不确定性下的心理

需求———理解世界与对行动的控制感。已有实验证明,在高度不确定情境下,
叙事能够激发情绪、减少反驳,增强疫苗接种的说服力(Huang,2025)。因此,
当不确定性升高时,受众对叙事所提供的“意义框架”的依赖可能增强。

有鉴于此,本研究推测人们在高不确定性的环境下,更偏向于叙事而非数

字概率或枚举,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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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
 

健康信息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叙事论证与说服效果的关系。不确定程

度越高,叙事论证的效果越好。

H5:
 

健康信息不确定性负向调节数字论证与说服效果的关系。不确定程

度越高,数字论证的效果越差。

图1 研究框架图

三、
 

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与筛选

  鉴于不同社交媒体平台在传播结构、互动机制与话语实践上的系统性差

异,健康信息的论证方式及其说服效果具有平台情境依赖性。若基于单一平台

进行分析,容易将平台特有的互动逻辑误判为一般性规律,从而削弱研究结论

的外推效度。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微博(Weibo)与小红书(RedNote)作为数据

来源,考察在线健康讨论中论证策略与说服效果之间的关系。二者分别代表了

社交媒体平台中两种不同的传播逻辑。微博更偏向“广场式”的公共舆论场,注
重信息的快速扩散与公共议题的讨论;小红书则属于“社区式”生活分享平台,

以生活方式、生活经验为主要内容(涂凌波、初玲羽,2025),更侧重于垂直领域

内的深度互动与社群交流。相应地,健康议题的讨论与说服发生在不同的互动

层面。
在微博中,转发是信息扩散与情绪共振的核心机制(刘丛等,2015),健康观

点的表达、质疑与说服发生于转发环节———用户通过转发附加评论,对原推文

进行支持、反驳或补充。而在小红书,健康讨论集中于由笔记(或称主帖)引发

的评论区中,尤其是评论与回复之间的对话链条中。用户通过连续、多层级的

回复交流经验、表达立场。因此,为实现对“论证策略—说服效果”的等价分析,

本研究在微博平台构建“被转发推文—推文”关系对,将“被转发推文”
 

作为论证

策略的分析对象,在推文中识别态度反馈;在小红书平台则构建“父评论—子评

论”
 

关系对,以父评论作为论证策略的分析对象,在子评论中测量受众的态度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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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从而适应不同平台的互动逻辑,确保分析框架的一致性与有效性。

1.
 

微博平台

研究团队从
 

2023—2024年间的微博热搜中采用随机抽样,遍历该年度

12000条热搜词条。随后通过人工筛选,识别出84条与健康相关的核心词条,
例如,“阳了能不能喝咖啡”、“如何看待XBB系列毒株”。在微博平台抓取每个

词条对应的在榜时段内全部推文,共计103323条,包含被转发推文内容(r_

weibo_content)、被转发推文ID(r_weibo_id)、推文内容(weibo_content)、推文

ID(id)以及点赞量(like)等关键字段。
为确保数据质量,研究对抓取的数据进行了清洗与筛选,包括:剔除仅包含

“转发微博/快转微博”且不含实质内容的推文;去除纯符号、空值或无实际语义

的推文;并过滤推文数量过少(少于20条)的健康热搜词条。最终,研究获得

18200对有效的“被转发推文—转发推文”关系对,作为微博平台的分析样本。

2.
 

小红书平台

研究基于微博阶段筛选出的84个健康核心词条,提炼出43个核心健康关

键词(如“多囊卵巢综合征”“艾滋病阻断药”等)。基于该关键词列表,在小红书

平台检索并按“最热”排序,共获取21752条相关笔记。为确保样本具有较高的

互动度和讨论价值,研究选取了每个关键词对应的笔记集合中评论数排名前50
的笔记,并进行人工内容审核,剔除营销、广告或重复内容,最终获得695条符

合研究标准的笔记。
随后,研究抓取了这些笔记下的所有评论数据(共计318789条),主要字段

包括笔记ID(noteID)、评论ID(commentID)、评论内容(commentText)、父评

论ID(targetID)以及点赞量(like)等。研究进一步通过评论和回复之间的互动

关系构建了“父评论 子评论”关系对。在数据清洗过程中,去除了纯符号、空值

及过短(字数小于等于5)的评论。最终,研究获得了51895对有效的“父评论

子评论”关系对。图2展示了数据收集流程。

(二)
 

变量测量

说服效果。本文以态度一致性作为健康说服效果的操作化指标。以关系

对为分析单元,考察后续文本(推文/子评论)相对于其前序文本(被转发推文/
父评论)的态度取向。当后续文本明确表达支持、同意或肯定时,判定为态度一

致;当其表达反对、质疑、批评,或仅进行信息补充而未体现明确认同时,判定为

态度不一致。
本研究基于BERT(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
深度学习模型来测量态度一致性。首先,从数据集中随机选取1000条评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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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数据收集流程图

系对进行人工标注,生成二分类标签(1为态度一致,0为不一致)。随后,对

Bert-base-chinese预训练模型进行微调。该模型在测试集上总体准确率达到

79.29%。分类报告进一步显示,模型在识别“态度不一致”时精确率达88%,在
识别“态度一致”时召回率达81%,表明其能有效区分两类态度。最终,将该分

类器应用于全样本,并随机抽取100条结果人工检验分类准确率。
叙事/非叙事论证。叙事被定义为“至少包含一位人物及其所经历的一个

事件”(de
 

Graaf
 

et
 

al.,2016,pp.90)。在真实社会互动与信息传播过程中,叙事

常表现为“叙事碎片”
 

(narrative
 

fragments),即通过对具体事件及其结果的简

要描述,激活受众所共享的叙事结构(Johnson
 

et
 

al.,2023)。因此,即便在篇幅

受限的社交媒体环境中,此类表达仍可引导叙事推理并提供理解框架。基于上

述界定,研究采用大语言模型对社交媒体平台的被转发推文/父评论进行自动

化编码,将其划分为“叙事论证”和“非叙事论证”两类。具体的识别过程如下:
(1)建立编码规则。明确叙事必须包含一个人物和一个事件。(2)人工标注。
随机抽取500条评论,由两位新闻传播学专业研究人员根据上述定义独立进行

标注,并检验编码者间一致性。(3)自动化编码。使用多个大型语言模型(包括

GPT-4o与ChatGLM4.5-Air)作为自动分类工具,通过构建系统提示(system
 

prompt)输入操作化定义与判断标准,设定temperature=0以控制生成稳定性,
模型据此对每条评论进行二元分类(1为叙事论证,0为非叙事论证)。(4)一致

性检验。对比不同模型与人工标注结果,分别计算一致百分比(分别达到

93.2%与92.8%),从而验证叙事自动识别方法的可靠性,保障后续分析的有效

性。(5)人工随机抽检:在全量自动化结果中开展二次随机抽检(100条),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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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标注者复核,一致性为91%。
系统提示词如下:

你是一个专业的评论分析助手。你的任务是判断一条

评论或推文是否包含“叙事论证”。
叙事论证(Narrative

 

Evidence)的定义是:评论或推文通

过讲述至少包含一个人物和一个事件的故事来论证观点。
请注意:如果评论或推文是描述自身经历但以疑问句形

式向他人寻求帮助或意见,则不属于叙事论证。

例如:“我坚持每天跑步,现在感觉心肺功能好了很多,
上楼梯都不喘了。”这条评论通过分享个人经历来暗示或证

明“每天跑步对心肺有益”这个观点,因此是叙事论证。
请严格按以下中文格式输出(仅输出

 

0/1):
叙事论证:

 

[1/0]

数字/非数字论证。数字论证定义为利用数字来推进观点的论证。研究首

先利用正则表达式,筛选出所有包含数字(包括中文数字)的被转发推文/父评

论。这一步骤旨在捕获所有可能构成数字论证的潜在被转发推文/父评论。随

后,对这些包含数字的被转发推文/父评论进行了细致的内容清洗与排除,以确

保与论证目的相关。具体的排除规则如下:(1)删除评论中只包含数字而无其

他文字的情况,这类评论通常不具备论证功能。(2)排除诸如“+1”等表示赞同

的符号,以及情绪化的数字表情(如“333”)。这些符号不传达实质性的论证

信息。

健康信息不确定性。本研究借鉴Son等人(Son
 

et
 

al.,2020)的方法论测量

信息的不确定性。根据Son等人的定义,信息的不确定性取决于主题分布的熵

值(entropy)。当信息内容集中于少数或单一主题时,主题分布不均匀,熵值较

低,表征较高的确定性;而当信息内容涵盖多个主题且分布相对均衡时,熵值较

高,表征较强的不确定性。由此,熵值成为衡量信息不确定性的重要量化指标,

能够反映信息内容的复杂性与模糊性特征。
具体而言,研究采用潜在狄利克雷分布(LDA)主题建模方法,以微博词条

或小红书笔记为单位进行分析,旨在将同一主题下的讨论作为一个整体信息环

境进行考察,量化用户所处的特定讨论语境。在模型训练中,通过预先在整体

语料库上进行困惑度(Perplexity)测试,并结合人工判断,发现主题数量为10
时能够生成语义连贯、边界清晰的主题。此外,固定主题数可避免因不同笔记

或词条语料库规模差异而产生的主题碎片化,确保了跨主题分析的一致性。
最后,以词条或笔记为单位,计算每条被转发推文/父评论在各主题上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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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布。利用这些分布数据,根据信息熵公式计算每条被转推文或评论的不确

定性程度,计算公式为:

H =-∑
10

i=1
pi/og2 pi  

其中,pi 表示该文本在第i个主题上的概率。熵值越高,说明主题分布越分散,

信息内容越复杂,不确定性越高;反之,熵值越低则表明信息集中于单一主题,
不确定性较低。

例如,在“豆浆是否导致乳腺增生”话题中,微博推文“据第十一诊室:经常

会有人提问,喝豆浆会不会得乳腺疾病……因豆制品含有大豆异黄酮,可与雌

激素受体结合”等,其主题分布为[0.002500203,0.0025000698,0.0025002086,

0.0025001504,0.0025000551,0.97749835,0.0025004228,0.0025001233,

0.0025002554,0.0025002342],其中约98%的概率隶属于第6个主题,信息熵

为0.17,说明内容集中、确定性高。
而在小红书平台中,评论“少喝! 我乳腺增生……天天打黑豆浆喝,结果加

重 了”主 题 分 布 [0.008333343,0.6657029,0.00833434,0.008333361,

0.008333542,0.26762316,0.008333673,0.008337717,0.008334597,0.008333343],其
较为分散(主要集中在第2和第6主题),熵值为1.36,表明信息确定性较低。

(三)
 

回归模型———多层逻辑回归分析

为探究说服效果如何受到其不同论证策略及信息不确定性的共同影响,本
研究采用多层次逻辑回归(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它能够有效处理

数据中存在的层次结构,允许同时分析不同话题层面的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并且能够解释由于数据分层导致的非独立性问题。

 

四、
 

研究发现

(一)
 

数据描述

  如表1所示,在说服效果维度上,微博平台表现出较高的态度一致性,其态

度一致的互动对占比高达64.97%,远高于不一致的比例(35.03%)。这表明微

博的转发互动机制更倾向于形成或选择性传播同质化观点,用户倾向于对与其

立场一致的“源推文”强化或支持。相比之下,小红书平台的用户互动在态度上

则呈现出对半分布的特点,态度不一致的比例略高(50.61%)。这表明,小红书

评论区更容易引发不同意见之间的直接交锋和辩论,用户可以针对特定父评论

提出质疑或反驳,从而导致高频次的意见冲突,体现了更活跃的互动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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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平台 变量类别 频数 占比/%

态度

小红书

微博

态度不一致 26277 50.61

态度一致 25619 49.39

态度不一致 6,375 35.03

态度一致 11825 64.97

叙事论证

小红书

微博

非叙事 34877 67.04

叙事 17019 32.96

非叙事 14509 79.72

叙事 3691 20.28

数字论证

小红书

微博

非数字 42541 82.00

数字 9355 18.00

非数字 10038 55.15

数字 8162 44.85

在信息表达形式上,两个平台展现出明显的偏好差异。小红书互动对中包

含叙事的比例(32.96%)显著高于微博(20.28%)。这与小红书平台强调个人

化经验分享(笔记)的社区文化相吻合,使得用户更倾向于使用个人经历、故事

化的方式 进 行 支 持 或 反 驳。微 博 互 动 对 中 包 含 数 字/统 计 信 息 的 比 例

(44.85%)远高于小红书(18.00%)。这表明微博的用户在进行健康信息传播

和响应时,更倾向于引用精确数据、研究结果或权威统计来支撑其观点,追求信

息源的客观性或可验证性。

图3 不同平台健康信息不确定性分布图

本研究采用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方法,分析健康信息

不确定性的分布特征。结果显示,微博平台(图3(a))呈现出右偏分布,其峰值

集中在0.2左右的较低不确定性区域。该峰值具有最高的概率密度,这表明在

微博的转发互动机制中,绝大多数被选为信息源(被转发推文)的健康内容具有

较高的确定性。相比之下,小红书平台(图3(b))展现出显著的多峰特征,其密

度在1.0到2.5的中高不确定性区域持续波动,主要峰值集中在1.9附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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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分布结构表明小红书的互动环境容忍并包含了更广范围、更高程度的不确定

性信息。

(二)
 

多层逻辑回归结果

为控制评论或推文层级的聚类效应,本研究分别针对小红书与微博数据构

建了两层逻辑回归模型(评论/转发嵌套于笔记或热搜词条下)。研究首先比较

了零模型(Null
 

Model)与全模型(Full
 

Model)的拟合优度,验证模型结构的合理性

与解释力的提升。如表2所示,在小红书平台,全模型显著优于零模型(χ2(6)=
1696.5,p<.001,ΔAIC=-1685);在微博平台,全模型同样显著优于零模型

(χ2(6)=455.7,p<.001,ΔAIC=-444),表明引入解释变量显著提升了模型

的解释力。组内相关系数(ICC)结果显示,小红书平台约有7.6%、微博平台约

有12.5%的态度一致性差异归因于笔记或话题层级差异,验证了采用多层逻辑

回归模型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模型解释力指标进一步表明模型拟合较好。小

红书平台的条件R2 为12%,微博平台为18%,表明模型在控制层级差异后仍

具备较高的解释效度。总体来看,模型结构稳健、拟合良好,为后续固定效应与

交互效应的分析提供了统计基础。

表2 不同平台模型比较与拟合优度

平台 模型 AIC BIC LogLik Deviance Chisq(LRT) Pr(>Chisq)

小红书
零模型 70081 70099 -35038 70077 — —

全模型 68396 68467 -34190 68380 1696.5 <2.2e-16***

微博
零模型 22214 22229 -11105 22210 — —

全模型 21770 21833 -10877 21754 455.7 <2.2e-16***

如表3与表4所示,主效应分析表明,叙事论证与数字论证显著为正。在

微博平台中,叙事论证(b=0.45,
 

p<0.001,
 

OR=1.57)与数字论证(b=0.47,
 

p<0.001,OR=1.61)均显著提高健康信息的说服效果;在小红书平台中,叙事

论证的效应同样显著(b=0.39,
  

p<0.001,OR=1.47),数字论证的影响相对

较弱(b=0.17,
 

p<0.05,OR=1.18)。这表明,无论在以公共议题为主的微

博,还是以生活方式为导向的小红书,叙事与数字两类论证均能有效提升健康

传播的说服力,但其作用强度因平台特征而异。
交互效应进一步揭示了叙事论证与数字论证对说服效果的联合效应。叙

事论证与数字论证的交互在两平台均显著正向(b微博=0.46,p<0.001,OR=
1.58;b小红书=0.24,p<0.001,OR=1.27),说明二者结合能显著增强说服效

果。当健康信息既提供叙事又辅以数字证据时,受众既获得情感代入又进行理

性认知,从而提高了态度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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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小红书平台多层逻辑回归模型

变量 b(logit) SE OR 95%
 

CI(OR) Z 值

截距(Intercept) -0.16*** 0.05 0.85 [0.77,0.93] -3.45

主效应

 叙事论证 0.39*** 0.06 1.47 [1.31,1.66] 6.5

 数字论证 0.17* 0.08 1.18 [1.02,1.37] 2.18

 不确定性 -0.1*** 0.02 0.91 [0.87,0.95] -4.25

交互效应

 叙事论证×数字论证 0.24*** 0.05 1.27 [1.15,1.41] 4.65

 叙事论证×不确定性 0.22*** 0.04 1.25 [1.17,1.35] 5.95

 数字论证×不确定性 -0.01 0.04 0.99 [0.91,1.08] -0.33

  注:b(logit)
 

为逻辑回归系数,OR(优势比)=exp(b),95%
 

CI(OR)为优势比的置信区间。***p<
0.001,**p<0.01,*p<0.05。

表4 微博平台多层逻辑回归模型

变量 b(logit) SE OR 95%
 

CI(OR) Z 值

截距(Intercept) 0.56*** 0.13 1.75 [1.37,2.23] 4.46

主效应

 叙事论证 0.45*** 0.09 1.57 [1.31,1.88] 4.75

 数字论证 0.47*** 0.07 1.61 [1.41,1.84] 7.01

 不确定性 0.38*** 0.09 1.46 [1.22,1.75] 4.17

交互效应

 叙事论证×数字论证 0.46*** 0.1 1.58 [1.30,1.93] 4.51

 叙事论证×不确定性 0.55** 0.17 1.74 [1.24,2.44] 3.18

 数字论证×不确定性 -0.90*** 0.12 0.41 [0.32,0.52] -7.56

  注:b(logit)为逻辑回归系数,OR(优势比)=exp(b),95%
 

CI(OR)为优势比的置信区间。***p<
0.001,**p<0.01,*p<0.05。

不确定性信息的主效应在不同平台结论相反。不确定性在微博中显著增

强说服效果(b=0.38,
 

p<0.001,OR=1.46),而在小红书中则显著削弱说服

效果(b=-0.10,p<0.001,OR=0.91)。这一差异表明,受众对不确定信息的

理解受到不同平台信息环境的调节。
交互效应结果显示(如图4所示),叙事与不确定性的交互在微博与小红书

平台上均显著为正(b微博=0.55,p<0.01,OR=1.74;b小红书=0.22,p<0.001,

OR=1.25),表明在不确定性水平较高的情境下,叙事论证对态度一致性的正

向作用更为突出。面对混乱或模糊的健康信息时,个体化的叙事提供了一种可

信且易于理解的参照,从而更有效地降低了用户的认知不确定性,进而促进了

观点的说服。

31



 
 

 
全球传媒学刊

 

图4 不同平台叙事论证与信息不确定性的交互作用

注:(a)展示了微博平台的数据,(b)展示了小红书平台的数据。横轴表示健康信息不确定性,纵轴表

示说服效果。虚线代表非叙事论证,实线代表叙事论证。阴影区域表示95%置信区间。

相比之下(如图5所示),数字与不确定性的交互仅在微博中显著为负(b=
-0.90,

 

p<0.001,OR=0.41),说明当数字表达伴随不确定性时,受众的信任

感显著下降,理性论证的权威性被削弱。

图5 微博平台数字论证与信息不确定性的交互作用

注:横轴表示健康信息不确定性,纵轴表示说服效果。虚线代表非数字论证,实线代表数字论证。

阴影区域表示95%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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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讨论

本研究基于微博与小红书的健康话题讨论数据,系统比较了叙事与数字两

类论证在不同平台与信息不确定性情境下的说服效果。研究表明,在在线信息

环境中,叙事与数字论证均能显著增强健康信息的说服效果,且二者存在协同

增益效应,即当叙事与数字证据同时出现时,信息的说服效果将得到显著强化。
进一步分析显示,信息不确定性在论证策略与说服效果之间发挥关键调节

作用。在高不确定性情境下,叙事论证表现出更强的说服力,表明叙事能够为

模糊信息赋予可理解的语境,使受众能在情境化故事中吸收和解释不确定性,
从而减少认知抵抗并维持态度一致。相较之下,在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境下,数
字论证的说服作用反而削弱。这一结果表明,信息不确定性动摇了数字作为稳

定事实陈述的客观基础,降低了受众对信息的认知可靠性,并削弱了其信任

基础。
本研究在理论、方法与现实层面均具有贡献。在理论层面,本研究在社交

媒体数据的基础上,将信念叙事理论从高风险决策扩展至公共健康传播情境,
并在健康信息传播机制层面提出三点理论进展。首先,本研究验证了信念叙事

理论在健康议题中的普适性。以往该理论多用于解释金融与经济决策等高度

不确定性的情境,而本研究发现,普通公众在面对医学结论不确定或证据分歧的

健康问题时,同样会通过构建可信叙事来形成判断和确信,这说明叙事生成信念

的机制并不限于专家或高风险决策者,而是普遍存在于日常的健康信息处理中。
其次,研究揭示了不同论证方式在不确定性的信息环境中的差异化作用机

制,提出不确定性水平是调节叙事与数字论证效力的关键边界条件。根据信念

叙事理论,当个体面临无法枚举结果或赋值概率的情境时,会本能地转向叙事,
而非依赖概率或逻辑推理,作为理解世界和维持行动信心的主要“思维货币”。
在这种情境下,数字论证的说服力显著受限。原因是不确定性削弱了数据的可

解释性或来源的可靠性,使受众难以据此形成稳定的信念。例如,在微博平台

中,当专家或媒体讨论存在争议的健康议题时,即便引用统计比例或预测模型,
也常因论据不一致或证据模糊而遭质疑。相较之下,叙事论证在高不确定性下

展现出更强的心理适应性与传播优势。叙事通过提供情境化解释与情感框架,
使受众在模糊信息中重建连贯性与因果感,将未知从“不可承受的不确定性”转
化为“可理解的风险”。例如,在小红书平台上,用户分享的“长期憋尿导致尿路

感染”等个人经历,虽缺乏实验数据支撑,却通过经验相似性与情感共鸣形成

“感知可信性”,使分歧性议题在社群中获得社会支持与态度一致。该结果丰富

了信念叙事理论对确信形成过程的解释,表明叙事与数字两类论证在不确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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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通过不同机制影响信任建构。当信息确定性降低时,前者的作用减弱,而
后者的效力增强。

此外,本研究通过对微博与小红书两种社交平台的比较,还揭示了传播环

境在信念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平台的互动结构与信息生态会系

统性地影响叙事和数字论证的效力。在以经验分享为主的小红书中,用户通过

个人经历与情感回应构建信任,叙事更易在互动中获得共鸣并转化为稳定信

念;而在以公共议题和事实验证为导向的微博中,用户更依赖数据和专家表述

来判断信息的可信度。因此,当不确定性增加时,数字论证反而被削弱。该结

果说明,信念的形成不仅源于叙事内容本身,也取决于其所处的媒介环境及其

中的互动逻辑。
在方法层面,本研究针对健康说服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材料异质性与结果分

歧问题,构建了一个基于计算分析的跨平台、跨主题、跨情境的统一研究框架。
传统研究范式在应对材料异质性问题上存在局限。无论是健康叙事研究的两

大主流路径———控制实验与质性研究(李鑫、徐开彬,2023),其所使用的叙事材

料在行为类型、媒介形式及呈现方式等关键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de
 

Graaf
 

et
 

al.,2016)。这种高度异质性被认为是造成叙事说服研究结果不一致的主要

原因之一(Shaffer
 

&
 

Zikmund-Fisher,2013),使既有研究难以突破特定语境的

限制,从而难以提炼出跨越不同材料类型的普适性理论机制。
本研究通过自然语言处理与多层回归模型,对真实社交媒体互动中的健康

叙事进行并行建模,在统一分析框架下控制论证形式与媒介环境,从而有效降

低“材料效应”干扰。在数据层面,研究涵盖微博84个健康热搜议题与小红书

43个健康话题,涉及传染病、慢性病、营养饮食、心理健康等多个领域,突破了既有

研究多集中于单一平台或单一议题的局限。同时,研究基于用户在自然互动中自

发生成的评论数据,具有较高的生态效度,使得结论更贴近真实健康传播情境。
在实践层面,本研究对在线健康风险传播具有直接启示意义。结果表明,

信息不确定性显著影响受众对不同论证方式的接受程度。在缺乏明确科学共

识或存在争议的健康议题中,单纯依赖数字证据可能难以建立信任,而叙事性

表达更有助于降低理解门槛并激发情感认同。因此,公共卫生机构与权威媒体

在传播复杂或争议性健康信息时,应重视“科学叙事化”的传播策略,通过将医

学证据嵌入可信个体的真实经历之中,提升科学信息的可理解性与亲近感,从
而在认知与情感层面同时增强说服效果。

在研究局限方面,尽管本文引入信息不确定性作为关键情境变量,并验证

了其对说服路径的调节作用,但分析仍主要聚焦于即时态度反应,尚未考察叙

事对长期信念结构与行为转变的持续影响。未来研究可结合纵向数据或用户

轨迹分析,进一步揭示叙事影响力在时间维度上的累积与扩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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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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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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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Online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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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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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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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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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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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ounded
 

in
 

Conviction
 

Narrative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information
 

uncertainty
 

moderates
 

the
 

persuasive
 

effects
 

of
 

different
 

forms
 

of
 

argumentation—narrative
 

evidence
 

and
 

numerical
 

evidence—in
 

online
 

health
 

discussions.
 

Using
 

a
 

cross-platform
 

(Weibo
 

and
 

Xiaohongshu
 

[Known
 

as
 

RedNote])
 

and
 

cross-topic
 

comparative
 

design,
 

the
 

study
 

finds
 

that
 

both
 

narrative
 

and
 

numerical
 

evidence
 

enhance
 

attitudinal
 

consistency
 

in
 

health
 

persuasion,
 

and
 

that
 

their
 

effects
 

are
 

mutually
 

reinforcing.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role
 

of
 

information
 

uncertainty:
 

heightened
 

uncertainty
 

amplifies
 

the
 

persuasive
 

impact
 

of
 

narrative
 

evidence
 

but
 

weakens
 

that
 

of
 

numerical
 

evidence.
 

These
 

findings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individuals
 

process
 

and
 

evaluate
 

health
 

information
 

under
 

uncertain
 

conditions,
 

extending
 

Conviction
 

Narrative
 

Theory
 

to
 

the
 

context
 

of
 

digital
 

health
 

communication.
 

The
 

study
 

offer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designing
 

effective
 

public
 

health
 

messaging
 

strategies
 

in
 

environments
 

characterized
 

by
 

ambiguity
 

and
 

information
 

vola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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